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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09年11月2日至20日
		决定
		第307/2006号来文
	提交人：
	E.Y. (由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申诉日期：
	2006年10月29日(首次提交)

	本决定日期：
	2009年11月4日

	事由：
	驱逐申诉人至伊拉克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申诉证据不足

	实质性问题：
	不驱回

	《公约》条款：
	第3条和第22条第5款(b)项

	议事规则：
	第107条(b)款和(e)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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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22条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
作出的关于
		第307/2006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E.Y. (由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申诉日期：
	2006年10月29日(首次提交)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7条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
于2009年11月4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22条代表E.Y.提交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第307/2006号申诉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其律师和缔约国提交委员会的所有资料，
通过以下：
		根据《公约》第22条第7款通过以下决定
1.1  申诉人E.Y.先生是伊拉克国民，生于1964年，现面临由加拿大遣返回伊拉克。他声称，加拿大若将他遣返伊拉克，将违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3条。他由律师Byron E. Pfeiffer先生代理。
1.2  2006年10月30日，申诉人请求委员会要求缔约国推迟对他的驱逐令，等待委员会对其申诉作出最后决定。2006年10月31日，委员会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施问题报告员将申诉转交缔约国，没有要求缔约国按照议事规则第108条第1款采取临时保护措施。
		事实背景
2.1  申诉人于1983年两伊战争期间被征入伊拉克军队(“共和国卫队”)，在1990年7月1日解除兵役。一个月后随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他再次应征入伍。1991年4月左右他从共和国卫队开小差，藏身伊拉克境内。后来他离开伊拉克，取道约旦和摩洛哥前往加拿大。1996年2月15日，他抵达加拿大蒙特利尔，随即申请难民保护。
2.2  1996年7月2日，申诉人提交《个人信息表》以支持自己的难民申请。他在表中声称自己在科威特战争中离开共和国卫队，又在逃兵赦免令颁布后归队。然而，赦免令未被遵守，他被宪兵押到总部，并称在此遭到一周的酷刑审讯。随后他被送回所在部队等候审判。因为害怕审判的结果将是死刑，他再次逃亡。得知其所在部队收到执行死刑的命令后，他在伊拉克境内东躲西藏，三年后逃往国外。
2.3  1996年10月7日，移民和难民局难民处审理了申诉人的难民保护申请，难民处仅有资格确定他是否是符合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定义的难民。[footnoteRef:2]1 移民局通知公民与移民部部长及申诉人，根据《难民公约》第一条第六款，他不能受到难民保护。[footnoteRef:3]2 [2: 	1	自2002年6月《移民与难民保护法》生效以来，移民局确定申请人是符合《公约》定义的难民，还是需要保护的人，即面临《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意义下的酷刑威胁、生命危险或残忍和不寻常待遇或处罚的风险的人。]  [3: 	2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年)第一条第六款如下：“本公约规定不适用于存在着重大理由足以认为有下列情事的任何人：(甲)该人犯了国际文件中已作出规定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 

2.4  1997年9月3日，移民局确定申诉人不是符合公约定义的难民，提出的理由是：他的口头证言缺乏可信度，特别是他声称，作为共和国卫队成员，他从未向敌人开火，杀人或处理战俘和伊朗平民；他所描述的1991年3月在伊拉克城市纳杰夫的任务与他开小差的时间前后矛盾；作为被判死刑的逃兵，他离开伊拉克前还能在巴格达与母亲生活并工作了三年多，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移民局还认为，1991年共和国卫队在纳杰夫镇压反抗萨达姆·侯赛因的起义，已构成《难民公约》第一条第六(甲)款意义下的危害人类罪。根据申诉人的军衔及其在共和国卫队长期服役的情况判断，他知晓这一组织的行事方法，赞同它的宗旨。即使假设他在纳杰夫三天后离队，他也可能参加了对该市的狂轰滥炸。因此，他是卫队危害人类罪的同谋，无资格接受难民保护。
2.5  申诉人1997年9月22日的准许司法复议的申请于1998年1月22日被联邦法院驳回。
2.6  1998年8月17日，申诉人以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申请永久居留，称若被遣送回伊拉克，其生命和人身安全将会受到威胁。一位风险评估专员按照前加拿大裁定后难民申请人的类别审查了他的申请。他确定申诉人回到伊拉克不会有生命危险，或遭受极端制裁或不人道的待遇。1999年6月28日，申诉人的申请被驳回。
2.7  针对就其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提出的申请的决定，申诉人未向联邦法院提出准许司法复议的请求。
2.8  1999年8月14日，申诉人与一位加拿大公民结婚。1999年8月20日，其妻申请作其移民加拿大的担保人。2002年3月6日，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通知申诉人其被担保的永久居留申请被拒，因为有合理理由认为他曾参与危害人类的罪行，加拿大不能接纳他。2004年7月5日，因为配偶担保上诉涉及加拿大不能接纳的人，移民上诉庭无权审理，所以上诉庭依据《移民与难民保护法》第64款，驳回其妻的上诉。
2.9  2004年11月18日，申诉人根据《移民与难民法》第112款申请进行遣返前风险评估。他在风险评估申请表中称，伊拉克政权更迭后，他重返伊拉克面临生命危险和残忍或不寻常待遇，将不再因为他的逃兵身份，而因为他是曾在萨达姆·侯赛因手下的共和国卫队服役的逊尼派穆斯林。巴格达的阿布哈里卜监狱内关满了前共和国卫队成员。
2.10  2005年1月21日，申诉人得知其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遭拒，因为已经确定若被遣返回伊拉克，他不会遭受生命危险或酷刑、残忍与不寻常待遇或惩罚的危险。风险评估官员注意到，申诉人的名字未出现在伊拉克的通缉名单上。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他因曾是逃兵而害怕遣返丧失了客观的明确依据。其逊尼派穆斯林及前共和国卫队成员的身份本身也不足以成为多国部队将其作为敌人或恐怖分子监禁的理由。相反，前共和国卫队成员被允许在民政部门工作或加入新政府的军队。因为申诉人地位低下，没有理由认为他会成为报复行为的受害者。伊拉克的普遍动荡局面影响到所有的伊拉克人，并非只针对申诉人。
2.11  申诉人未就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决定向联邦法院提出准许司法复议的请求。
2.12  2005年2月11日，对申诉人的遣返令正式下达。2006年10月19日，他得到通知将于2006年10月31日经约旦被遣送回伊拉克。2006年10月29日，申诉人要求执法官员推迟遣返，等待委员会对其申诉作出最终决定。加拿大边防事务局通过2006年10月30日的传真通知申诉人，其推迟遣返的请求已被驳回。
2.13  2006年10月30日，申诉人申请准许向联邦法院就不推迟遣返的决定提出司法复议的请求。然而，他未提交完成申请所需的额外文件。本申诉提交时此申请仍有待裁决。他还申请了暂停遣返。2006年10月31日，联邦法院驳回了暂停遣返的请求。
2.14  2006年10月31日，申诉人未能如期出现，执行从加拿大的遣返。因此，根据《移民与难民保护法》第55 (1)条，当局对其签发了拘捕令。申诉人如今下落不明。
		申诉
3.1  申诉人称，将其强行遣返伊拉克将构成缔约国违反《公约》第3条，因为有充分理由认为在今日的伊拉克，作为前萨达姆·侯赛因的共和国卫队成员及逊尼派穆斯林，他将遭到酷刑甚至杀害。
3.2  申诉人辨称，伊拉克人权状况极为严峻，即使普通人也难免遭到酷刑与杀害。他引用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关于2006年7月1日至8月31日人权状况的报告，指出在伊拉克酷刑十分普遍，与前政权有关的人继续遭到报复性杀害。
3.3  申诉人强调，他从未犯下任何战争罪行或危害人类的罪行。
3.4  他指出，该同一事项过去以及现在均未受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在缔约国内没有其他可用的补救办法，阻止加拿大当局将其遣返伊拉克。他解释说，他未就2005年1月21日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决定向联邦法院提出准许司法复议的请求，是因为他的加拿大律师建议说他的法律补救办法已经用尽。在现在这位律师之前，他曾由四位不同的律师代理。
		缔约国对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7年3月27日，根据《公约》第22 (5) (b)条及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07 (b)(e)条，缔约国对申诉可否受理提出质疑，因为国内补救办法并未用尽，且申诉明显毫无根据。其次，缔约国称申诉没有法律依据。
4.2  缔约国回顾委员会的判例，[footnoteRef:4] 即委员会仅受理有根据地指控《公约》保护下的权利受到侵犯的申诉，指出申诉人甚至没有为其指控提供初步证据。他向委员会提出的指控实质上与他向加拿大当局提出的难民保护申请的内容一致。缔约国辨称，委员会没有责任衡量证据或重新评估国内法院、法庭或决策者对事实的调查结果，[footnoteRef:5] 除非可以表明这些调查结果是专断或不合理的。[footnoteRef:6] 申诉人并未声明国内诉讼程序有失公允、专断、不公正或在任何方面有所不足，所提交材料也不能证明加拿大当局的决定有上述缺陷。相反，申诉人只是对国内诉讼的结果，对他可能被加拿大驱逐出境的前景感到不满。因此，委员会没有理由认为需要重新评估国内法庭的事实调查结果、证据和可信度。 [4: 		第163/2000号来文，H.A.S.V.与F.O.C.诉加拿大，第6.3段；第236/2000号来文，A.T.A.诉瑞士，第4.2至4.3段；第243/2004号来文，第4.2至4.3段。]  [5: 		缔约国提到第148/1999号来文，A.K.诉澳大利亚，第6.4段。]  [6: 		同上。缔约国还提到第135/1999号来文，S.G.诉荷兰，第6.6段；第223/2002号来文，S.U.A.诉瑞典，第6.5段。] 

4.3  关于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指出，针对1999年6月28日人道主义和同情申请的决定，以及2005年1月21日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决定，申诉人未向联邦法院提出准许司法复议的请求。此外，对于申请准许复议2006年10月30日不推迟遣返的决定，申诉人未能提交完成申请所需的文件。缔约国强调司法复议是有效的补救办法。缔约国得出结论，因申诉人未就人道主义和同情及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决定寻求司法复议，亦未能采取必要步骤完成现在的准许上诉申请，其申诉不可受理，原因是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5.1  关于案情实质，缔约国回顾《公约》第3条规定，申诉人负责提供充分理由而不是仅仅依据理论或怀疑，使人相信如被遣返回原籍国，他本人可能遭受酷刑。[footnoteRef:7] 一个国家的一般人权状况不足以确定这样的个人风险。缔约国指出，他的说法前后矛盾，使可信度大打折扣，没有证据表明他过去曾遭受酷刑，他在共和国卫队中地位低下。通过这些可以得出结论，没有充分理由认为申诉人若被遣返伊拉克，个人会承担风险。 [7: 		缔约国提到禁止酷刑委员会第1号一般性意见：参照《公约》第22条执行第3条(1997年)，第6至第8段；第36/1995号来文，X.诉荷兰，第7.2段。] 

5.2  关于申诉人的可信度，缔约国辨称，他在移民和难民局的证词中称在共和国卫队的八年内从未向敌人开火、杀人、处理战俘或伊朗公民，考虑到他声称在此期间曾晋升三次，这份证词不合情理。同样，在他据称开小差前的三日内，作为一名中士，他不可能丝毫没有介入在纳杰夫的狂轰滥炸，逐户搜捕，抓捕神职人员，公开执行死刑和屠杀平民百姓。他对难民局所称的开小差日期与他在《个人信息表》中填写的情况不符。他在表中称自己于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开小差，而纳杰夫起义爆发于海湾战争后。最后缔约国重申，一名据称被判死刑的逃兵能够安然无恙地与母亲在巴格达生活并工作三年多之久，这不合情理。如果他真是一名“通缉犯”，很难相信他能像《个人信息表》中填写的那样，在1995年获得以真名实姓签发的护照，并于1996年获得出境签证。
5.3  缔约国指出，申诉人未提供任何类似医学报告或疤痕一类的细节或佐证，来证实其所称1992年遭到宪兵的酷刑，当然也无法证实最近曾受过任何酷刑。而且在前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下遭受酷刑也并不意味着申诉人在今日伊拉克仍有遭受酷刑的风险。
5.4  缔约国承认伊拉克人权状况恶劣，但认为普遍的暴力和动荡本身不足以支持申诉人的指称，即如遣返回伊拉克他将面临可预见的、真实的、个人的酷刑风险。它援引一个相似案例，[footnoteRef:8] 在除国内局势动荡外没有其他理由表明当事人有风险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将当事人遣返回伊拉克并不会违反《公约》第3条。申诉人引用的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报告仅提到高级军官和空军人员是法外处决的目标。申诉人的背景决定了他在伊拉克不会遭受个人的风险。另外，他未表明他在全国各处都会遇到风险。也许无法返回故乡这一事实本身并不等于他会遭受酷刑。[footnoteRef:9] 最后，不清楚申诉人害怕国家机构还是非国家机构的酷刑，抑或是对二者都心存戒惧。 [8: 		第286/2006号来文，M.R.A.诉瑞典，各处。]  [9: 		缔约国提到第183/2001号来文，B.S.S.诉加拿大，第11.5段；第245/2006号来文，S.S.S.诉加拿大，第8.5段。] 

		申诉人的评论
6.1  2007年5月30日，律师通知委员会，申诉人自2006年10月31日起就未曾与他联络。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他指出，自己只在推迟和延缓遣返的诉讼中代理申诉人，因此无法评论关于申诉人的难民申请、人道主义和同情申请、配偶担保以及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的国内诉讼程序。在联邦法院拒绝接受申诉人的申请，并未批准延缓遣返后，“不存在向联邦法院继续申请的理由[……]”，而且他也无法获得其他的补救办法。他未就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和获得办法的可能性及有效性作出进一步解释。
6.2  律师指出，众所周知，已有数十万伊拉克人逃离伊拉克。“伊拉克文明生活的崩溃伴随着可怕的暴力，这些暴力不仅来自外国士兵、伊拉克警察和外部武装分子，也来自伊拉克私人武装团伙和个人”。另外，自2004年申诉人申请遣返前风险评估后，伊拉克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6.3  律师反驳缔约国的下述观点，“伊拉克的动荡局面影响到所有伊拉克人和所有在伊拉克的人，并非只针对 [申诉人] 个人”；“伊拉克普遍的暴力和动荡本身不足以支持 [申诉人的] 指称，即如遣返回伊拉克他将面临可预见的、真实的、个人的酷刑风险”。如果伊拉克境内每个人都受到这种普遍暴力和动荡的影响，就不应将任何人遣返至该国家。而且，若暴力现象普遍存在，“全国各地都有这个问题”。
6.4  考虑到申诉人曾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武装部队服役，他的风险可能会高于与前政权毫无干系的人。鉴于伊拉克恶劣的人权状况，任何曾与萨达姆·侯赛因有关的人，包括申诉人在内，若被遣返回伊拉克都会面临巨大风险。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7.1  2007年9月24日，缔约国重申此申诉不可受理，因为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而且申诉明显无理由，毫无法律依据。申诉人的前任律师未建议他申请准许就1999年6月28日人道主义和同情决定及2005年1月21日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决定申请司法复议，这一事实并未免除他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责任，因为不能将他自己聘用的律师所犯的错误归咎于缔约国。
7.2  缔约国引用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决定 [footnoteRef:10] ――如未采取必要步骤完成上诉申请，则来文不可受理――对律师关于联邦法院驳回申诉人延缓遣返的申请后，“不存在继续申请的理由”的观点提出质疑。 [10: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982/2001号来文，J.S.B.诉加拿大，第7.3段。] 

7.3  缔约国回顾，律师辨称因伊拉克人权状况十分恶劣，伊拉克境内的每个人，包括申诉人在内，都面临酷刑风险。律师的这种说法是误解了申诉人证实个人面临酷刑风险的责任。委员会的判例 [footnoteRef:11] 及关于第3条的一般性意见表明，恶劣的国内局势本身不足以证明申诉人回原籍国后将面临可预见的、真实的、个人的酷刑风险这一说法。 [11: 		缔约国提到第286/2006号来文，M.R.A.诉瑞典，各处；第282/2005号来文，S.P.A.诉加拿大，第7.7段。] 

		申诉人的补充评论
8.  2008年10月1日，律师告知委员会，他已通过一位亲属联系到申诉人，因为申诉人仍在躲藏，不想暴露自己的行踪。申诉人情绪消沉；他的加拿大妻子已与他离婚。他的母亲和姊妹已从伊拉克移居埃及，而且不敢回国。他留在伊拉克的唯一的兄弟在2008年2月3日因其逊尼派信仰和名字被暗杀。因此，申诉人在伊拉克已无父母或兄弟姐妹。
		委员会须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9.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反对酷刑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22条，决定来文是否可予受理。委员会已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a)项确定，该同一事项过去以及现在均未受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9.2  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委员会在确定申诉人已经用尽一切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之前，将不审议任何来文；但是，如果经证实补救措施的落实被不当拖延，或者经公证审判后对指称的受害者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救济，那么这条规则不适用。
9.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观点，即应按照《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宣布申诉不予受理，因为申诉人未申请准许就1999年6月28日人道主义和同情的决定及2005年1月21日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决定进行司法复议，而且对于申请准许复议2006年10月30日不推迟遣返的决定，申诉人未能提交完成申请所需的文件。委员会还注意到，尽管有一个机会，申诉人并没有质疑司法复议这一补救办法的有效性。就这一问题，委员会回顾，当联邦法院批准对加拿大公民与移民局的遣返前风险评估或人道主义和同情的决定进行司法复议时，联邦法院将案件发回同一决策机构，由另一位移民官员审理。[footnoteRef:12] 然而，委员会还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申请准许或申请司法复议仅仅是一种形式，不需要申诉人为《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的目的而用尽。[footnoteRef:13] 相反，联邦法院可能在适当情况下审查案件的实质内容。[footnoteRef:14] 这种情况下它可以指出为何将案件发回作出原决定的机构，及它认为该决定需要重新审议的原因。[footnoteRef:15] 委员会回顾，尽管根据其判例，就人道主义和同情申请的否决提起上诉不是应用尽的补救办法，[footnoteRef:16]申诉人未能尽责就另两项否决用尽补救办法。在本案中，委员会不认为申请准许就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决定及人道主义和同情的决定提起司法复议是无效的补救办法，因申诉人未引用任何特别证据支持这一假设。 [12: 		见第133/1999号来文，Falcon Ríos诉加拿大，第7.3段。]  [13: 		见第273/2005号来文，T.A.诉加拿大，第6.3段。]  [14: 		同上。]  [15: 		例如，见第183/2001号来文，B.S.S.诉加拿大，第11.6段。]  [16: 		Falcon Ríos诉加拿大，如上；第232/2003号来文，Mabrouki诉加拿大，第6.3段。] 

9.4  申诉人称，未就2005年1月21日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决定申请准许提出司法复议，是因为其当时的律师建议说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关于申诉人此项辩白，委员会指出，申诉人没有说明当时他由政府指定律师代理。委员会回顾，通常不能将私人聘用的律师所犯错误归咎于缔约国，[footnoteRef:17] 并得出结论，申诉人未能提出足够的正当理由解释其为何没有利用机会，就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及1999年6月28日的人道主义和同情决定申请司法复议。关于其为何没有完成申请，请求准许就2006年10月30日关于其推迟遣返请求所作的决定提起司法复议，申诉人也未作出解释。 [17: 		第284/2006号来文，R.S.A.N.诉加拿大，第6.4段。] 

9.5  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国内补救办法尚未用尽。
10.  据此，委员会决定：
(a) 来文不可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和中文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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